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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观空间数据和城市聚类算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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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普夫定律反映了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简单而准确的关系，也是研究判别城市集聚和城

市体系合理性的重要原则。关于齐普夫定律中城市的定义一直颇有争议，由于传统的空间研究尺度过于

宏观，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城市规模，学术界逐渐开始将眼光转向微观空间尺度，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

限，研究真正起到城市功能的微观城市组团。引入国外研究用于划分城市界限的新方法———城市聚类算

法，对中国微观空间数据进行处理，以得到的功能性城市组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齐普夫定律对中国城市

规模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上服从齐普夫定律。此外，将基于城市聚类算法的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结果与中国地级、区县级和乡镇街道级空间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证实了城市聚

类算法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一种较好的新方法，它成功架设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研究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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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一个区域或国家，各城市因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工，同时也形成不同
的城市规模。１９４９年，Ｚｉｐｆ［１］提出了齐普夫定律（Ｚｉｐｆｓ　Ｌａｗ），该定律准确地揭示了城市规模和城
市等级之间的数量关系，认为城市规模分布满足以下公式：

Ｐ（ｓｉｚｅ＞Ｓ）＝ ａＳζ
（１）

其中Ｓ为城市规模，Ｐ为规模大于Ｓ的城市分布概率，ａ为常数，且幂律指数ζ＝１，表明规模为Ｓｉ
的城市的位序ｉ与位序大于ｉ的城市概率是成比例的。如果０＜ζ＜１，表示城市规模分布比齐普夫
定律所描述的更为均匀，即位次较低的中小城市比较发达，位次较高的大城市不很突出；如果ζ＞１，
表示大城市的规模比齐普夫定律描述的更大，即城市规模的分布更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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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齐普夫定律提出后，国外学者围绕该定律在城市规模分布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理论方面主要研究齐普夫定律的理论基础［２－６］；实证研究方面关注的是：齐普夫定律是否具有普适

性［７－１１］，齐普夫定律的最优表达形式为帕累托分布还是对数正态分布［１２－１７］，以及齐普夫定律的空间

尺度效应———不同城市空间单元的规模分布是否服从齐普夫定律①［１２，１８－２２］。

其中，齐普夫定律在不同空间尺度表现出的特征是存在差异的，各级空间单元是否都能用齐普
夫定律来解释，该定律最适用于哪类空间单元，齐普夫定律中城市的内涵及城市边界如何划定（人
口阈值超过多少才能定义为城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７，２３－２５］。国外大多数关于齐普夫定律
的研究都以人口普查数据来划分城市，一般将大都会区或人口普查区作为城市范围；国内研究则多
以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一般采用城市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或市辖区人口②数据来研究城市规模
分布［２６－３１］，存在的问题是：用户籍人口和非农人口作为指标来衡量城市规模都存在一定的偏误（大
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存在显著差异，而非农人口除城镇人口外还包括了部分居
住在农村的居民）［３１］，用常住人口来反映城市规模相对要准确些，而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往往较难获
取。总的来说，尽管我国目前的空间单元还是用行政建制来划分的，但这些传统的空间研究尺度都
因太过宏观，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城市规模而受到质疑，因此，如何定义真实的城市边界成为需要进
一步探索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自然城市（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这一概念［２１］，逐渐将对城市规模分布的
实证研究转向微观尺度，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将实际上起到城市功能的微观城市组团（图斑）

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来研究［１８，２０］，从而使研究的精确度更高，更具有说服力［３２］。本文将从微观空间
尺度的数据出发，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构建新的城市组团，在此基础上拟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齐
普夫定律，并与中国传统空间尺度上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比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国外微观空间尺度的实证研究主要用的是人口普查小区数据或公里格网数据，而我国由于微
观空间数据缺乏，目前能获取到的最精细的空间数据仅为乡镇街道级数据。根据城市功能区域的
划分及现实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数据为２００８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乡镇街道级的就
业人口数据，以全国４３　８４３个乡镇街道办（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下文同）来刻画基本城市单元，
用就业人口数据代替传统的人口数据来测度城市规模，更能反映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特性。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是 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 等人的城市聚类算法（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ＣＡ）［１８］。该算法是由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人［３３］在 Ｍａｋｓｅ等人［３４］工作的基础上改进得来的，是一种基于
较精细空间尺度上的人口地理分布来定义城市边界的新算法，它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可有
效地弥补基本行政单元低估大城市数量和城市群低估小城市数量的缺陷。该方法假设人口变化是
反映城市发展或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可通过对城市人口进行聚类来得
到。具体操作步骤是：为了定义一个城市组团（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首先选定一个人口密集点，将周边邻
近的点用递归的方式不断地纳入城市组团中（距中心点的距离小于一个给定范围ｌ，并且人口密度

Ｄ大于给定阈值Ｄ＊）；到落在城市组团外的点距离城市组团边界全都大于ｌ，且Ｄ＜Ｄ＊的时候，城
市组团停止增长。建立好城市组团后，将城市组团内的人口数加总作为整个城市组团的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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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Ｘ．Ｙ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Ｚｉｐｆｓ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ＵＣＧＩＳ　２００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６．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由于是刚刚才颁布的新政策，国内研究根据统计
数据的可得性，一般仍采用城市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或市辖区人口数据来研究城市规模分布，因此本文仍沿用旧称。



故将城市定义为尽可能多微观空间单元连接在一起所产生的城市组团。本文用聚类所得的城市组
团进行城市规模分布拟合分析。

图１　美国的城市聚类算法示意图

如图１所示［１８］，每个点表示美国的一个人口普查
区（ＦＩＰＳ），使用的人口密度阈值为Ｄ＊＝０。图１（Ａ）：
选择任意一个人口密集点，围绕该点画一个半径为ｌ
的圆，浅色实心点为落入此圆范围内的点。图１（Ｂ）、
（Ｃ）：以此圆中的新点为圆心继续往外画圆，令更多的
点落入这个城市组团（各个圆所包含的总区域）中来，
将该递归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图１（Ｄ）：直到城市组
团外再也没有与城市组团内任一点的距离小于ｌ的点
时，城市组团停止扩张。
本文使用ＣＣＡ算法对中国４３　８４３个乡镇街道办

点进行聚类后，参考 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对美国数据分析所
选取的距离阈值ｌ（２ｋｍ、３ｋｍ和４ｋｍ）［１８］，并根据中国
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试，最终选取距离阈值ｌ分别为

６．５ｋｍ、８ｋｍ和９．５ｋｍ进行比较。选取这三个阈值既
能有效地避免空间研究单元各成一类（ｌ＜６．５ｋｍ时），又能防止出现空间研究单元大部分聚成一
类、得到类别较少的情况（ｌ＞９．５ｋｍ时），并且在这三个阈值下的聚类结果特征比较明显，有一定的
区分度（间隔少于１．５ｋｍ取点，得到的分析结果之间差异不明显）。
聚类结果表明①，选择的距离阈值越大，得到的城市组团数越少，每个城市组团中包含的单元

越多。当ｌ＝６．５ｋｍ时，各空间单元基本各自成类（单元最多的一类也只有１７８个），没有形成较大
的城市组团。当ｌ＝８ｋｍ时，空间单元开始出现聚类趋势，其中第一大类（环渤海地区）有４　６８０个
单元，第二大类（长三角地区）有３　９５６个单元，第三大类（成渝地区）有２　３６６个单元；此外还形成了
以下几个较小的城市组团（包含２００个单元以上）：西安—咸阳—宝鸡—渭阳，太原—临汾—吕凉，
长沙—岳阳—益阳—湘潭—株洲—常德，金华—衢州—上饶，广州—东莞—佛山—中山。当

ｌ＝９．５ｋｍ时，第一大类（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及其部分内陆腹地在内，北至
北京，南至温州，西至宝鸡）纳入了１３　４１１个空间单元，第二大类（成渝地区）包含了５　１７０个单元，
第三大类（中三角的湖南省部分）有２　３２７个单元，珠三角的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
山、肇庆、惠州、江门）则聚成第四大类，共有４８４个单元（选取小于９．５ｋｍ的距离阈值时，珠三角地
区城市聚类不太明显）。由于所用的微观空间数据存在误差，地图上少数单元没有数据，从而导致
得出的城市聚类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但大体规律还是符合中国目前城市群分布情况的，比较
重要的几个城市群都被提取出来了。

三、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实证研究

（一）结果分析

对中国２００８年乡镇街道级就业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如下概率分布图（图２）。该图显示了

ｌ＝６．５ｋｍ、ｌ＝８ｋｍ及ｌ＝９．５ｋｍ的分布概率结果，这三种阈值下的城市组团数分别为２９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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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问题，聚类结果的三幅中国地图不在此处显示，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１９　５２６和１２　８６２个。我们发现中国的就业人口分布服从以下幂律分布形式：Ｐ（Ｓ＞Ｓ＊）～Ｓ－ζ－１，
且幂律指数ζ≈１，近似符合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定律。图２中的三条拟合分布曲线与理论上的
齐普夫曲线（幂律指数为１）还是比较接近的，尤其是ｌ＝８ｋｍ时。以ｌ＝８ｋｍ为例，其幂律指数是
对符合Ｓ＞Ｓ＊＝１０　０００人的城市组团（总数为２．４亿人，包含了全国９０％的就业人口）进行拟合分
析得到的结果，用ＯＬＳ回归得到在９５％置信区间内的幂律指数ζ＝１．１０６±０．００３。图３显示了在
不同距离阈值下拟合所得的幂律指数，可以看出幂律指数波动范围很小，介乎０．９５和１．１５之间，
在ｌ∈［７ｋｍ，１０ｋｍ］区段，幂律指数围绕标准齐普夫指数（值为１）在５％范围内波动。随着距离阈
值的增加，幂律指数是下降的，反映出城市规模是趋于集中分布的，由于聚类数减少，人口逐渐集中
在较大的城市组团中，城市体系的人口分布差异较大，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

图３　不同距离阈值ｌ下城市组团的幂律指数　图２　不同距离阈值ｌ下的城市组团人口概率拟合分布①

为了对齐普夫定律拟合结果进行有效性检查，本文参考了Ｇａｂａｉｘ［３５］、Ｇａｂａｉｘ和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３６］

的检验方法，假设实际分布与纯幂律分布之间存在一个很小的二次项偏离，对二次项的检验可用于
决定幂律分布（齐普夫定律）能否用于描述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方法如下：将城市组团按规模大小
排序，对位序ｉ（ｉ＝１为最大的城市）做如下ＯＬＳ回归：

ｌｎ（ｉ－０．５）＝ｃｏｎｓｔａｎｔ－ζｌｎＳｉ＋ｑ（ｌｎＳｉ－γ）
２ （２）

从该回归中求得ζ和ｑ，其中γ＝
ｃｏｖ（（ｌｎＳｊ）２，ｌｎＳｊ）
２ｖａｒ　ｌｎＳ（ ）ｊ

。幂律分布假设在渐进极限情况下，二次

项系数ｑ＝０，所以较高的｜ｑ｜意味着实际城市规模分布偏离幂律分布。在幂律分布的原假设下，

２槡ＮｑＮ
ζ
２ 的值趋于标准正态分布（Ｎ 是样本点的数目），即在９９％的概率水平下，标准正态分布值的

绝对值小于２．５７。则ｑｃ ＝２．５７ζ
２

２槡Ｎ
是二次项ｑ在１％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如果｜ｑ｜＞ｑｃ，则拒绝

原假设；如果｜ｑ｜＜ｑｃ，则接受原假设，即服从幂律分布。从表１可看出，在各个距离阈值上，中国
的城市规模分布都可以拒绝对齐普夫定律的二次项偏离修正，表明齐普夫定律可以很好地拟合人
口大于１０　０００人的城市组团的城市规模分布，齐普夫定律在中国基于乡镇街道级空间数据的ＣＣＡ
城市组团层面上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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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图中坐标轴刻度为对数刻度。



表１　城市组团的幂律分布有效性检验结果

距离阈值（ｋｍ） 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比（％） ｜ｑ｜ ｑｃ 检验结果

６．５　 ８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服从幂律分布

８．０　 ９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服从幂律分布

９．５　 ９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８ 服从幂律分布

（二）与美国研究结果相比较：研究方法合理性检验

用城市聚类算法分析所得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都在一定的阈值范围
内基本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属于位序－规模型，这种均衡型的等级规模分布是比较稳定
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无论是在采用的指标还是人口密度方面都差异较大，且本研究采用的是２００８
年的就业人口数据，美国研究采用的是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两国的实际城市规模分布情况
及就业体制、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并不大。然而，为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上证实本研究所选取
距离阈值和人口阈值的合理性，可以参考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人对美国数据的分析过程［１８］，因为中美两国
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研究的初始空间单元数都处在同一量级上，较为接近。基于ＣＣＡ的中国
与美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相关参数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基于ＣＣＡ的中国与美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相关参数比较

中国 美国

距离阈

值（ｋｍ）

对应城

市组团

数

初始空

间单元

数

齐普夫分

布的人口

阈值

幂 律 指 数

为１±０．０５
的 距 离 范

围（ｋｍ）

距离阈

值（ｋｍ）

对应城

市组团

数

初始空

间单元

数

齐普夫分

布的人口

阈值

幂律 指 数

为１±０．０５
的距 离 范

围（ｋｍ）

６．５　 ２９　１３０　 ２　 ３０　２０１

８．０　 １９　５２６　 ４３　８４３　 １０　０００ ［７，１０］ ３　 ２３　４９９　 ６１　２２４　 １２　０００ ［２．５，３．５］

９．５　 １２　８６２　 ４　 １９　９１２

　　注：其中距离阈值和人口阈值的选择都是经过反复调试后得到的最服从齐普夫定律的结果。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结

果来源于 Ｈ．Ｄ．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Ｄ．Ｒｙｂｓｋｉ　＆Ｘ．Ｇａｂａｉｘ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５（２０１１），ｐｐ．２２０５－２２２５。

由表２可知，首先，中美由于人口总数和人口分布情况不同，在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中具体所选
参数也有所不同。然而，由于中美的人口和土地面积都是在一个量级上的，且分析的初始空间单元
数都在５０　０００左右，所选的聚类参数还是有相似点的，如所选城市组团人口阈值都在１０　０００人左
右，且最终聚类所得的城市组团数皆介乎初始空间单元数的１／３—２／３之间，以保证聚类结果是有
效的（不至于使每个点自成一类，或者过多的点聚成一类）。
其次，中国和美国所选的距离阈值都是千米量级的，而中国的距离阈值比美国要大一些，原因

有三：一是研究所用的基础数据不同，本研究采用的中国空间单元是乡镇街道办，就业人口从几人
到几十万人不等，美国的研究采用的空间单元是人口普查区（ＦＩＰＳ），人口一般为１　５００至８　０００
人，人口分布比较平均；二是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更不均衡，尤其表现在东西差异上，东部乡镇聚落
分布极其密集，很容易在聚类过程中连成一大片，西部则面积较大而乡镇聚落较少，在聚类过程中
往往各成一类，本研究采用的是就业人口数据，不均衡程度更加严重；三是对中国来说，由于初始空
间单元数要少于美国，每个初始空间单元对应的平均面积也比美国要稍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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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幂律指数较接近１的距离阈值区间，在中国是７—１０ｋｍ，美国为２．５—３．５ｋｍ，相较而
言，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幂律指数收敛程度较高。从数据上看，美国的微观空间灵敏度（幂律指数
变化／距离阈值变化）比中国要高，即美国齐普夫指数的变动幅度比中国要大，这是由于美国研究的
空间数据与本研究相比，尺度更微观，精度更高。

（三）与其他空间尺度的研究结果相比较：研究方法优越性检验

用城市聚类算法处理所得的城市组团与未经处理的原始空间单元，两者的分析结果是否一样
呢？根据公式（２）分别对地级、区县级和乡镇街道级的就业数据进行关于齐普夫定律的ＯＬＳ回归
拟合和假设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人口阈值的选择是根据中国各级空间单元的大概人
口数，经过不断调试后决定的。

表３　各级空间单元的幂律分布有效性检验结果

空间尺度 人口阈值（Ｓ＊） 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比（％） 幂律指数（ζ） ｜ｑ｜ ｑｃ 检验结果

１００　０００　 ９９．６　 １．０２０　 ０．２５９　 ０．１０６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２００　０００　 ９７．２　 １．１７４　 ０．２５３　 ０．１５２ 不服从幂律分布

地级 ５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７　 １．３４２　 ０．３５９　 ０．２７１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８００　０００　 ６５．３　 １．４２８　 ０．５２０　 ０．４１２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９７　 ０．５０９　 ０．５７５ 服从幂律分布

１０　０００　 ９９．５　 ０．９１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３２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３０　０００　 ９５．０　 １．１１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７ 不服从幂律分布

区县级 ５０　０００　 ８８．７　 １．２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９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８０　０００　 ７９．７　 １．２７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８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１００　０００　 ７４．６　 １．３０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０ 服从幂律分布

３００　 ７９．１　 ０．７０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５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５００　 ７８．４　 ２．１０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６ 不服从幂律分布
乡镇街

道级
１　０００　 ７６．６　 ０．８９４　 ０．２０７　 ０．０１０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５　０００　 ６５．０　 １．３６９　 ０．２７４　 ０．０３５ 不服从幂律分布

１０　０００　 ５６．１　 １．５４４　 ０．２９９　 ０．０５５ 不服从幂律分布

从表３可以看出，与其他空间尺度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情况相比，基于ＣＣＡ城市组团空间尺
度的人口规模分布拟合结果比较服从齐普夫定律，且幂律指数接近于１（ζ∈［０．９５，１．１５］）。而地
级、区县级和乡镇街道级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不满足幂律分布，即使在服从幂律分布
的情况下，幂律指数仍然与齐普夫定律中的标准值１存在一定偏离。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聚类算
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较宏观空间尺度（区县级、地级）低估小城市组团数量和较微观空间尺度（乡
镇街道级）低估大城市组团数量的缺陷；经过城市聚类算法处理的微观地理数据，其人口规模分布
拟合结果较好地满足了齐普夫定律。此外，通过以上对城市组团、地级和区县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
分布的研究，可以证明齐普夫定律确实只在满足一定人口阈值之上的空间单元中才成立，即齐普夫
定律的成立存在城市规模下限的约束，存在城市规模分布曲线的“上尾奇异性”（ａ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ａｉｌ），而这个人口阈值关系着对真实城市的定义（即人口数超过多少才可视为城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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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阈值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即使在中国，不同级别的空间单元满足齐普夫定律的人口阈值也有
数量级上的区别，这是需要反复试验探讨的问题。
尽管在ＣＣＡ中，生成城市组团的距离阈值（ｌ）是可以选择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ｌ的选择

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为了选出合理的距离阈值，本文将ＣＣＡ城市组团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
与区县级、地市级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进行比较，试图分析三者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在分析区县级单元与城市组团之间的对应关系时，由于每个区县级单元包含多个ＣＣＡ城市

组团，而每个ＣＣＡ城市组团都对应唯一的区县级单元，故将３　１２４个区县级单元与其所包含的城
市组团中就业人数最多的城市组团进行匹配分析。在分析区县单元人口规模与对应的城市组团人
口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时，取其对数，通过ＯＬＳ回归构建两者相关关系为：

ｌｎＳＣＣＡｉ （ｌ）＝ａ（ｌ）＋ｂ（ｌ）ｌｎＳ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 （ｌ） （３）

计算两者之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ρ（ｌ）及欧氏距离ｄ（ｌ）：

ｄ（ｌ）＝ ∑
３１２４

ｉ＝１

（ｌｎＳ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 （ｌ）－ｌｎＳＣＣＡｉ （ｌ））槡
２ （４）

图４　区县级单元与ＣＣＡ城市组团之间的

人口规模对应关系（ｌ＝９．５ｋｍ）

从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基于ＣＣＡ城市组团的城
市人口规模分布与基于区县级空间单元的城市人口规

模分布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ρ（ｌ）∈［０．９，０．９５］），
且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ρ（ｌ）增加，ｄ（ｌ）减少，表明两
者的分布情况越来越接近。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人认为，ρ
（ｌ）值最大、ｄ（ｌ）值最小的距离阈值为最优值，对美国
来说分别是ｌ＝３ｋｍ及ｌ＝５ｋｍ。而对于中国来说，
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到ｌ＝９．５ｋｍ时东部沿海地区
的乡镇街道办已经连成一大片。当ｌ＝１０ｋｍ时，
城市组团数变成了１１　１８１个，城市组团数低于初始
空间单元数的１／３，聚类的距离阈值过大，东部人口
密集区的乡镇街道级空间单元无法区分开来。因
此，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根据ρ（ｌ）和

ｄ（ｌ）的值来选择最优距离阈值（即较大的距离阈值较优），综合聚类结果和分布曲线拟合结果来
看，最优距离阈值应该在９．５ｋｍ左右；且只有当距离阈值增加到９．５ｋｍ时，中国三大城市群之
一的珠三角城市群才在聚类结果中突显出来，此时的聚类结果可基本反映出中国城市群分布
现状。

图５　各距离阈值下城市组团与区县级单元之间的ｂ（ｌ）、ρ（ｌ）及ｄ（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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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分析了地级单元人口规模与对应的城市组团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仍然是将

３３３个地级单元与其所包含的ＣＣＡ城市组团中就业人数最多的城市组团进行匹配分析，结果如图

６和图７所示。地级单元与城市组团之间人口规模的相关关系与区县级单元类似。总的来说，用

图６　ｌ＝９．５ｋｍ时地级单元与ＣＣＡ城市

组团之间的人口规模对应关系

城市聚类算法处理过的微观数据拟合所得的中国城

市规模分布规律，与直接用地级市和区县级空间单
元刻画的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大体上一致，且随着所
选距离阈值的增加，其空间研究单元变大，人口规模
分布自然地与较宏观数据的拟合结果越来越接近。
然而，较宏观层面地理数据（地级单元和区县级单
元）的空间单元都较大，城市人口规模下限值较高，
容易忽视众多较小的城市组团在城市规模分布中的

实际地位，从而导致拟合结果不服从幂律分布。此
外，由ρ值可以看出，与地级单元相比，区县单元人
口规模分布与城市组团人口规模分布情况较为接

近，这充分说明，虽然各空间尺度上城市规模的大体
分布趋势相同，但所选地理数据越微观，则刻画出的
人口规模分布情况越接近于实际情况。

图７　各距离阈值下城市组团与地级单元之间的ｂ（ｌ）、ρ（ｌ）及ｄ（ｌ）值

（四）研究方法稳健性检验

下面来验证城市聚类算法的稳健性，即验证本文的基本研究结果并不是由城市聚类算法
（ＣＣＡ）促成的，或者换句话说，不是由城市聚类算法产生的人工伪造结果。关于城市聚类算法的
稳健性，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人已经做出了验证［１８］，具体做法如下：以美国为例，将美国６１　２２４个人口普查
区（ＦＩＰＳ）空间点的实际位置打乱后，令其随机分布在一个与美国国土面积相等的矩形内，即将点
的空间属性打乱，而非空间属性（人口数）不变，然后用城市聚类算法处理新生成的空间点。所得的
城市规模分布拟合结果表明：打乱后的数据拟合结果并不符合齐普夫定律，与真实数据的拟合结果
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打乱后的数据中最大城市组团的人口数只有１９６　１１２，即随机处理过程阻止
了较大城市组团的形成。该验证结果表明，原始数据之所以呈现出符合齐普夫定律的城市规模分
布规律，是由原始数据本身的内在特性决定的，而非城市聚类算法决定的，城市聚类算法只起到了
对数据进行优化加工的作用，充分说明该算法只是一种研究手段，而非决定因素。Ｒｏｚｅｎｆｅｌｄ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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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公里格网微观数据来验证ＣＣＡ的稳健性，结果也一样［１８］。因此，用由城市聚类算法产生的
城市组团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规律是科学可行的。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目前可用齐普夫定律来较好地拟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表明中国现
阶段基于就业人口的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各位次城市的发展较为均衡，城市规模分布趋于
集中和趋于分散的力量基本平衡。其次，城市聚类算法是一种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较好的研究方法，
其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有效地弥补了宏观层面研究（低估小城市组团数量，样本较小）和微观层
面研究（高估小城市组团数量，数据存在误差）的不足，架设了两者之间的桥梁。用该方法研究城市规
模分布，更能反映真实的城市规模，所得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健性已经得
到了美国、英国［１８］和中国数据（本文）的验证：美国超过１２　０００人的城市组团、英国超过５　０００人的城
市组团，以及中国超过１０　０００人的城市组团，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均能用齐普夫定律来较好地刻画。
再次，中国和美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基本上服从齐普夫分布，两国的拟合结果相似是由土地与人口量级
上的一致性所促成的，不同之处则是由人口分布均衡度不同与微观数据精确性差异所造成的。最后，
在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定律实证研究中，对实际城市的定义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
研究发现，选取不同的人口阈值所得到的分布规律是不一样的，很难说这个城市规模的下限值是否存
在普适性规律，需要用不同国家的不同空间尺度数据来进行反复的试验和探索。
然而，本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微观数据不够精确，受数据可得性限制，研

究数据是用２００８年的经济普查就业数据与２０００年的乡镇街道办空间底图相匹配得来的，虽然经过
数据校正，但仍存在一定误差；二是缺少微观人口数据，无法与微观就业数据的拟合结果进行比较。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与不足之处，笔者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具体如下：
首先，从数据角度来看，一是将基于人口数据的行政性城市实证研究与基于就业人口数据的功

能性城市实证研究相比较，进一步验证齐普夫定律。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功能性城市概念更符合城
市的本义，且Ｒｏｓｅｎ和Ｒｅｓｎｉｃｋ的研究表明：按照行政性城市测算的齐普夫指数的变动幅度，要比
按照功能性城市测算的齐普夫指数的变动幅度大得多；而且，按照功能性城市拟合的结果比按照行
政性城市拟合的结果更接近齐普夫定律，体现为齐普夫指数更接近于１［７］。二是收集时间序列的
数据，研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动态演化规律，分析幂律指数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未来中国城市体
系规划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从方法来看，目前学术界定义城市边界的较新方法除了ＣＣＡ算法外，还有Ｊｉａｎｇ和Ｊｉａ

对美国的街道节点（包括交叉点及末端）进行聚类形成自然城市的方法［２１］。与他们的算法相比，

ＣＣＡ算法继承了传统的空间单元定义法———大都会统计区划分方法（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从一个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开始，将周边与其存在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县域联结起来）的优
点，并弥补了 ＭＳＡ存在一定主观性的缺陷（由人工逐个构建），基于人口在微观地理单元的空间分
布自动化且系统性地构建城市组团，可用于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人口增长和集聚过程。与ＣＣＡ
算法及Ｊｉａｎｇ和Ｊｉａ的算法在原理上有类似之处的还有空间聚类算法（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主要分为划分法、层次法、基于密度的方法和基于网格的方法）。作为空间数据挖掘的
主要方法之一，它对处理海量空间数据、提取大型空间数据库中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３７］，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应用空间聚类算法来划分城市界限，这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
方向。此外，由于用城市聚类算法提取出的城市聚类结果与中国实际城市群分布存在一定偏差，该
算法在中国的应用仍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未来可尝试用相对空间距离（如交通通达度）来代替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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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间距离来进行研究，并对城市聚类算法中的各个点根据实际情况赋以不同的权重，或对各个区
域设置不同的距离阈值来进行反复试验，使聚类结果更符合真正的功能性城市组团分布情况。
最后，从政策意义来看，按照一定的标准（本文仅以距离阈值和人口阈值相结合作为标准来试

验）来划定城市功能性组团，然后按照城市功能性组团来设置中国的城市，对于中国城乡二元格局
正在转变、政府正逐步取消城市和农村界限的现阶段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的城市
还是按行政建制来设立的，然而，近些年在城市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个城市划分的新概念———城市
功能区（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ＦＵＡ），可以大致定义为城市地区（或核心市区）和邻近的通勤区（边
缘市区）［３８］。城市功能区最重要的特性是超越了行政边界。出于统计上的原因，数据分析通常是
基于行政单元的，但目前人们不断尝试从功能导向出发将较小的行政单元结合起来形成城市功能
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刻画城市经济活动的实际范围，从而使区域战略规划更加连贯和理性。目前
城市间合作逐渐加强，ＦＵＡ逐渐成为区域、社区决策以及地方乃至国家规划制定的基本单位之一，
因此ＦＵＡ除了在统计分析层面外，在政府层面也变得日益重要。对中国来说，早在１９９５年，由于
中国的行政地域远大于城市功能地域，为解决传统的城市概念（行政地域）不能准确刻画真正起到
城市功能的地域这一问题，周一星和史育龙提出了“城市功能地域”的概念：一般是以一日为周期的
城市工作、居住、教育、商业、娱乐、医疗等功能所涉及的范围，它以建成区为核心，还包括与城市建
成区存在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并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外围地域，以县为基本组成单元［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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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由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共同主办的“浙
江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厦门大学、浙江省社科院等省内外高
校和科研院所及浙江省内方志办单位等相关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主题发言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了审视浙江
区域史研究的进展，分组讨论则围绕四个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传承与创新：浙江地方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发行仪式亦在期间举行。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１）主题发言：浙江区域史研究的思考。刘进宝就区域史研究者知识背景、区域划分、史料时空分布的不平衡、区域史与整
体史的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陈国灿对区域文化与地方文化进行了区分，回顾了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历程，并就政府参与下
的研究容易导致某些问题提出了思考。钱茂伟认为，文化上的浙东具有全国性意义，并从多个方面回顾与总结了２００５年以来
的浙东学术研究，指出重提“浙学”的可能性。李学功对《补农书》进行介绍，提出应当重视其对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以及
认识小农经济的重要意义。宫云维指出“浙商”研究存在着厚今薄古的倾向，需从史料入手加强对传统“浙商”的研究。何
勇强提出“越文化”在地域、时间、民族等不同层面意义的不确定性，同时指出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同质化问题。

（２）浙江地方与人物。方新德以上虞为例探讨了如何处理地方自我美化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境外材料对地方史
研究的重要性。龚剑锋、金晓刚对百年来全祖望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尤育号考察了温州旅沪同乡会与其家乡社会间
互动的渠道和方式，同时提出区域间的联系亦应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关注内容。尤东进介绍了浙东学派以及章学诚的学术
思想。杜正贞借助浙西南宗族材料考察“禁立异姓为嗣”观念的产生与地方习俗形成的过程，并以之回应习惯法的产生问
题。柴伟梁阐释了徐志摩的爱国情怀和爱乡情怀。朱珏关注了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历史文化名村的生存、保护和发展。

（３）文献整理与方志编纂。陈志坚梳理了六朝隋唐时期的“江南”等地理概念，指出上溯式研究思路存在的问题。鲍永
军关注近年来浙江地方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情况，并指出应重视当代文献的收藏整理及数字化。秦桦林介绍了黑水城
出土元代杭州官刻本《元一统志》残页的考证过程，分析其方志学研究价值及历史文化意义。莫艳梅提出新时期亦应专家
修志与众手修志相结合。周田田介绍了瑞安孙氏四代潜心方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情况及其家族文化传统。方先勇就如
何编好志稿以及史志关系进行探讨。徐逸龙以温州为例阐述了区域学术风气对方志编修的意义。刘峰以海宁为例讨论了
地域文化传承的时代价值。

（４）浙江近现代变迁。梁敬明以义乌胡宅村为例探讨了工商化村庄的转型问题及土地、人口、区位等因素所扮演的角
色。徐立望关注近代浙江教育转型，钩稽史料力图呈现求是书院之前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夏卫东讨论了１９２８年浙江人口
调查及户口调查制度的变迁。熊彤考察了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的税收改革问题。颜志通过描述辛亥革命前后杭州三大经
济事件中普通商人的行为展现秩序与利益的博弈。徐亮辨析浙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抗战期间的变化及影响。叶君剑以
政府与广播的关系为中心讨论民国时期浙江的广播事业。李凡考察了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发展。

（５）学术思潮的审思。陶磊认为江南早期开发研究过于强调农业的作用，而整体性研究相对不足。周运中讨论了海洋
文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现状及发展等，并就浙江开展此项研究提出设想。杨雨蕾探讨了将对外关系史研究与江南区域史
研究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陈健梅从环境史角度梳理了针对“江南”人地关系问题的讨论。孙杰、孙竞昊强调江南
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及比较研究的意义，并就相关研究进行检讨。屈啸宇、彭连生通过两个具体研究案例，提出
了市场、知识与权力是宗教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思考方向。陆敏珍借助“思想市场”理论反思了区域史研究及看待各种相
关理论的态度。张凯从路径与志趣视角探讨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

近年来浙江区域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本次研讨会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共同推进了浙江区域史研究。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张权、赵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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